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鲁迅的学术构想与路径 

 

2023 年 6 月 3 日，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邀请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员、长聘副教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北

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副所长王风先生在鲁迅书店举办了题目

为“未完成的学者——鲁迅的学术构想与路径”主题演讲活动，承办

方为中关村教育基金会和迅鲁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到场嘉宾

40 余人，其中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姜异新女士和北京鲁迅博物馆

研究部副主任秦素银女士等进行了总结性发言。 

假如我们在网络搜索引擎上输入“北大中文系”和“王风”这两

个关键词，一定可以找到多篇记叙王风其人其事的文章，这些文章大

多出自他周围的朋友。当然，在读完这些文字之后，我们也许可以建

构出对王风的核心印象——名士风度。 

所谓名士，必定落拓不羁、优游岁月，王风花费十几年时间精心

整理、校勘全六册《废名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在旁人

看来简直是“不务正业”（现代学术评价体系只认可古籍整理），结

果书出版后，获得学界同行的一片赞誉，并为整理、编辑现代作家全

集提供了范例。而对于“名士”一说，王风其实很不愿意被这样标注，

他觉得也就是做了些愿意做的事情。 



 

“学者鲁迅”是新世纪鲁迅研究的一个渐成前沿的学术话题，是

富于诱惑又颇具挑战的论域，尚未开掘以及未能深挖的研究空间仍相

当大。诚如董炳月 2016 年 9 月于“鲁迅研究在二十一世纪”学术研

讨会上所言：“学者”是鲁迅的常态，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鲁迅的基础；鲁迅的学问未能得到充分研究，“回到鲁迅”的工作仍

未做完，“关于鲁迅，遗漏、未知的东西还是很多”，应系统研究鲁

迅在中国近现代知识体系当中的位置。 

其实早在 20世纪 30 年代，蔡元培、胡适、周作人、赵景深和郑

振铎等一些学者，对于鲁迅的学术成就都给予特别肯定，只是这种肯

定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被有意无意忽略而已。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

学术界对鲁迅的学术研究成果（除了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外）基本上



持忽视或置之不理态度。这一方面与鲁迅的文学创作光芒过于耀眼遮

蔽了其学术研究成果有关，一方面也是由于 1949 年前的中国学术界

大师频出，成果层出不穷；而鲁迅后期将主要精力投入文学创作，较

少介入学术活动，其学术成就不能获得应有的评价也就不难理解。 

 

 

蔡元培与鲁迅的交往以及他对鲁迅一生的影响，是很值得记叙的。

郭沫若曾说：“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

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

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

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 

蔡元培注重美育，意在提高国民精神境界，甚至提出“以美育代

替宗教”的主张。鲁迅积极响应，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说：“顾

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

成果。”蔡元培倡议开办“北京夏期讲演会”，以“从事学问，阐发理



术，宏深造诣”为宗旨，并指派鲁迅讲授《美术略论》，鲁迅欣然应

命，出力颇多。蔡元培被迫辞职后，鲁迅与许寿裳前往慰问蔡元培，

还为蔡元培举办饯别宴会。而当新任总长把“美育”删除时，鲁迅在

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去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鲁迅抄古碑、搜集金石拓本、辑录和校勘古书，也引起有同好的

蔡元培的注意。他们之间常有切磋和交流。蔡元培将自己收藏的《赞

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像》《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像》和《苏轼等

仿像老题记》拓片赠送给鲁迅。他们还书信往还，讨论汉代石刻。鲁

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汉石刻之人首蛇身像，就树人所收拓本觅

之，除武梁祠画像外，亦殊不多，盖此画似多刻于顶层，故在残石中

颇难觏也。”鲁迅注重汉碑的图案，并竭力倡导将它们运用到新兴木

刻和书籍装帧艺术中。蔡元培深表赞同，视为独创：“金石学为自宋

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

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

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著手。” 



 

1920 年 8 月 2 日，鲁迅收到蔡元培的聘书，聘请他担任北大讲

师。按当时学校规定，兼职者只能任讲师，而不能任教授。鲁迅担任

讲师，并不意味着他的水平低。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深深吸引着

同学们。冯至先生回忆说，鲁迅的课，“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

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鲁迅还在讲义的基础

上完成《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开创之作。      

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校长蔡元培知道鲁迅有相应的美学知识

与版画创作技能，便委托其为北大设计校徽。1917 年 8 月 7 日，

鲁迅日记记：“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 ”迈过百多年的历

史风尘，这枚鲁迅设计的校徽，至今仍在北大师生的胸前佩戴。其寓

意为所有教职员工团结一心像一个巨人（下面的人字）一样教诲服务

于所有的学生，所有学生应该成为可以托付后背的伙伴。    

《新青年》时代，鲁迅为“战士”、“朋友”敲边鼓，其时周边并

无所谓“青年”。而兄弟失和之后，北京《语丝》时期，固然他是重要

作者，但这一平台实际由周作人主持，本质上他还是“客员”。鲁迅



另开了场域，与“青年”为伍。如所参与的《莽原》、《未名》、《浅草》、

《狂飙》，以及“未名丛书”、“乌合丛书”等等。 

不过“于己”抑或“于人”，鲁迅终究一直异路。比如，1925 年

12 月 13日《我观北大》云：“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

前途。”翌日即 14日，写《这样的战士》，文本中无穷尽“举起了投

枪”的，是奋战于毫无希望的“无物之阵”，注定必将败于“无物之

物”的战士。这看似的“矛盾”，实乃鲁迅的“两面”。“我所说的

话，常与所想的不同……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因

此类似《野草》的讨论，不宜过于对应现实。引用鲁迅其他类型的作

品，也需十分谨慎。否则必将方枘圆凿，扞格不入。 

与其说是金心异的说服，倒更像是自我说服。鲁迅由此再度发动。

但《新青年》对他而言，并不是《新生》的重新实现。按周作人的说

法，他们只是“客员”而已。《狂人日记》等作品，消极说是“敷衍朋

友们的嘱托”，积极点说，则是“叫喊于生人中”，“聊以慰藉那在寂

寞里奔驰的猛士”。在这背后，仍然是“我之必无”的鲁迅。“我那时

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而“在《药》的瑜儿的

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

见儿子的梦”，正与他的“确信”相反对。“平空添上”的“花环”，

“不叙”单四嫂子没在梦里见到儿子，都只是策略上的“不恤用了曲

笔”，或“故意的隐瞒”，所谓“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 

 



 

所谓“新文学”，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以白话代文言，但问题是

白话至少在唐宋时期就有了，到明清到近代，一直都有，那凭什么说

白话代文言是新文学成立的一个标志呢？再如，鲁迅一出手的《狂人

日记》等等，所达到的水平，一般总归为他的天才。 

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什么一出手就会写出那么高的水平？在我

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周氏兄弟把他们晚清时期文言的实践，这个

时候移用到白话中来了。所以他们的白话跟以往的也不一样，晚清时

他们根本没接触过当时的白话，不管是白话小说的语言还是白话报的

语言，而是直接从他们自己改造的文言中“转写”过来。再加上不同

于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他们接受的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顶多到

自然主义的影响，而是象征主义以次当时最新的文学潮流。这些都促

使他们一出手就把新文学的水平提得很高。 

此外，段落、标点这些西方书写形式的引入，是造就现代书写语

言的根本要素，也是汉语现代书写语言的根本特征。晚清时周氏兄弟



的直译，是将书写形式也照原样翻译了过来，这造就了前所未有的文

言。而到文学革命时期，他们改行白话，这些书写形式也全面移用到

白话，又造就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白话。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书写的语

言的基础，文本面貌彻底变了，写作思维也彻底变了。如果没有分段

的话，《狂人日记》几乎不能成立，分段是《狂人日记》最大的修辞手

段。 

 

鲁迅曾说，“为着自己”的《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

不见得再做了”。不过他逝世时留下的诸多未完工作中，有一本《夜

记》，多少算是“再做了”。据许广平的介绍，至少《半夏小集》、《“这

也是生活”》、《死》、《女吊》这四篇，一定是其中的构成。而二十年代

末，甫到上海前后，鲁迅就曾有过“夜记”的计划，并写过四篇半，

也是没有完成的计划。完整留下的只有 1927 年的《怎么写》和《在

钟楼上》，写的是在厦门和广州时的情形。那时的他“新来而且灰色”，

“委实有些舒服”。孤独而犹疑，只能在“夜”中思索和徜徉。 



 

 

 

陈寅恪在评述陶渊明时讲到：“古今论陶渊明之文学者众，论其

思想者较少。”套用到鲁迅身上，大致也可以描述为，“古今论鲁迅之

文学、思想者甚众，论其学术者较少。”历来，鲁迅是作为文学家、思

想家被广大的受众所熟知和肯定，这却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作为“学

术大师”的鲁迅的光芒。仅就著述数量，鲁迅的学术成果确实不多，

但仅凭《中国小说史略》这样开创性的成果，已经可以确立他在 20世

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对此不应有任何疑义，而且鲁迅在当时就已

获得胡适、蔡元培等人的高度赞美。 

鲁迅一生的工作，已被学界反复描述。其主要身份被定位在文学

领域，而思想的独立深刻，与投身革命永不休止的热望，更构建了他

的人格形象。不过，这些为人熟知的面向，也遮蔽了他在人生道路上

的自我设计。民初鲁迅钞古碑与辑佚古小说，通常被解释为失望下的

沉潜，或重新出发的原点，实则忽视了他学术方面的全体规划。由于

加入《新青年》集团，以及后来时势的推动，使得他一生不能已于言。



因而尽管部分学术工作得以呈现，但他的总体学术目标并未完全实现。

作为学者的鲁迅，终于没有完成。 

 

 

 


